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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效率、省际差异与异地占补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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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运用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全国２１１个地级市的面板数

据，发现东部地区建设用地的边际生产率要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

各地级市间的土地利用效率差异主要来自于省间差距，而不是省内

差距，２００６年以后省间和省内差异都进一步扩大。因此，我们认为

目前禁止耕地跨省 “占补平衡”的政策已经造成了全国范围内土地

利用效率的巨大损失，将来需要建立一个基于不对称补偿的耕地占

补平衡指标交易市场，实现土地空间效率提高和耕地保护的双重

目标。

　　关键词　边际生产率，省际差异，跨省占补平衡

一、引　　言

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建设用地面积的不断

扩张。从表１可以看到，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间全国建设用地面积以年均７．４６％的

速度增加，其中东部地区的增速最快 （８．５３％），西部其次 （７．９６％），中部

最慢 （６．４２％），同时东部地区年均１１．３４％的非农ＧＤＰ增速也是最快的，远

超过中部 （７．３７％）和西部 （６．９３％）的增长速度。那么，建设用地产出效

率的变动情况又会呈现什么样的区域特征呢？这里我们把非农ＧＤＰ的年均增

长率减去建设用地面积的年均增加率，用该差值来表示产出效率的年均增长

率１，发现全国范围内建设用地的产出效率年均增速是１．６６％，其中东部地区

是２．８１％，中部地区是０．９５％，西部地区则是０．５７％。另外，我们把中国内

地３１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建设用地面积和非农ＧＤＰ水平联系起来，用

每平方公里建设用地能创造出多少亿非农ＧＤＰ来具体测算建设用地的产出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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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从图１可以看出，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间全国建设用地的产出效率从０．２６４８亿

元／平方公里增加到０．９６９８亿元／平方公里，年均增长率是１１．９％，其中东部

地区的产出效率从０．４６８５亿元／平方公里增加到１．４９６４亿元／平方公里，中

部地区从０．２０９４亿元／平方公里增加到０．６１４８亿元／平方公里，西部地区从

０．１７２８亿元／平方公里增加到０．５８０９亿元／平方公里，三大地区的年均增幅分

别达到了１４．５％、１１．３％和１２．１％。

表１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间ＧＤＰ和建设用地面积的扩张速度 （单位：％）

全国平均 东部均值 中部均值 西部均值

建设用地面积扩张速度 ７．４６ ８．５３ ６．４２ ６．３６

非农ＧＤＰ增长速度 ９．１２ １１．３４ ７．３７ ６．９３

两者相差 １．６６ ２．８１ ０．９５ ０．５７

　　注：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和海南。中部地区

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

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资料来源：国泰君安ＣＳＭＡＲ区域经济数据库。

图１　东中西部的建设用地产出效率比较

资料来源：国泰君安ＣＳＭＡＲ区域经济数据库。

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０６年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通过的 《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正式提出：保持最低限度的１８亿亩耕地是一

个具有法律效力的约束性指标，是不可逾越的一道红线。从图１来看，“１８亿

亩耕地红线”确立后各地建设用地的产出效率得到了明显提升，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年间全国范围内每平方公里建设用地创造的 ＧＤＰ分别是０．７０３９亿元、

０．８５９８亿元和０．９６９８亿元，年增幅分别是１１．４％、２２．１％和１２．８％。其中

东部地区的产出效率在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间分别是１．００９８亿元／平方公里、

１．２７４６亿元／平方公里和１．４９６４亿元／平方公里，增幅是１１．８％、２６．２％和

１７．４％。中部地区分别是０．４６４６亿元／平方公里、０．５６４８亿元／平方公里和

０．６１４８亿元／平方公里，增幅是１１．６％、２１．５％和８．９％。西部地区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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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１６４亿元／平方公里、０．５０７４亿元／平方公里和０．５８０９亿元／平方公里，增

幅是６．３％、２１．８％和１４．５％。从刚才的简单描述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的

结论：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间东部地区的建设用地对非农 ＧＤＰ增长作出的贡献最

大，中部其次，西部最小。就全国的范围来看，如果想获得最大限度的非农

ＧＤＰ的增长，应该允许耕地的跨省占补平衡，这样东部地区可以利用更多的

建设用地，发挥其在土地利用效率方面的优势，从而使得非农ＧＤＰ快速的增

长。此外，按照现行政策的规定，省内耕地的 “占补平衡”是允许的，而省

际的这种做法却是被严令禁止的。因此，在本文的研究中，建设用地产出效

率的差异在地级市的层面将被继续分解为省内差异和省间差异，如果省内差

异大于省间差异的话，那么现行的政策将被证明是正确的；反之，则说明是

行之无效的。

最后，本文结构安排如下：首先是引言，第二部分介绍耕地异地 “占补平

衡”的现实背景和相关文献；第三部分是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间全国２１１个地级市

建设用地的边际生产率的实证估计；第四部分是建设用地产出效率和边际生

产率的泰尔分解结果；最后一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耕地异地 “占补平衡”的现实背景和相关文献

耕地异地 “占补平衡”的含义是：在满足本地新增建设用地的需求、实

行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基础上，通过土地开发整理，将动态平衡有余的新增

耕地，用于抵消其他地区因耕地后备资源匮乏、新增耕地数量不足而无法满

足所占用耕地的补偿数量。我国目前的政策规定耕地占补平衡必须严格限定

在本省 （直辖市、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不得跨省域进行耕地占补平衡。就

是在１８亿亩耕地的目标下，各个省市都有自己的保护耕地指标，东部沿海地

区由于工业起步早，能整理的土地以及可供开垦的耕地后备资源少，在省内

做到占补平衡的空间很小，但从产出效率和投资收益来看，东部投资环境好，

兼具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发展工业的条件得天独厚，而中西部地区工业

滞后，耕地整理的潜力很大。那么，既然东部的土地利用效率要远远高于中

西部地区，中央政府能否把 “占补平衡”的政策放宽，由省内平衡变为全国

平衡呢？

首先，我国耕地资源存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平衡，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经济

发展迅速，城市化的程度较高，建设用地不断占用耕地，并且耕地后备资源

短缺，在本县、市域内乃至省域内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难度很大。比如

２００８年浙江省人均耕地仅０．５４亩，还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四成；广东省只有

不到８００万亩的后备耕地资源，大多位于偏远的山区，而经济发达的珠江三

角洲已基本无地可供开发。耕地异地占补平衡的政策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产

生的，一开始只在省内进行，主要发生在浙江、广东、江苏等沿海发达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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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东部地区的补充耕地资源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北京、上海、浙江等

地基本上已经没有可开发的后备土地资源，新开垦耕地的数量根本不足以补

偿所占用耕地的数量，按照目前的建设占用耕地速度，到２０１５年浙江、北

京、上海、山东、广东等省市将无法实现省内的耕地占补平衡 （张琳等，

２００７）。这些发达地区省内可供调剂的耕地指标越来越少，省内 “异地占补平

衡”方法碰到了瓶颈，加上跨省 “占补平衡”的指标调剂被国家严令禁止，

因此只能通过 “围海造田”、“土地整理”（ｌａｎｄ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等方式来增加

建设用地面积。２但这些 “围海造田”、 “土地整理”等办法有很大的局限性，

首先只有那些沿海地区才可以有滩涂等资源可供开发整理，且不说造地周期

长、成本高，更会造成区域生态环境的恶化，新开垦的耕地往往被抛荒，水

土流失现象严重。另外，近几年各地通过对农民的宅基地拆迁和农民集中居

住，对城市建设范围外纯农区宅基地复垦来获得建设用地指标，并将这些土

地指标转移到城市近郊，包括天津 “宅基地换房”、成都的 “三个集中”与嘉

兴的 “两分两换”模式 （陶然和汪晖，２０１０），但这些试点目前还处于初步的

探索阶段。对东部地区而言，突破 “异地占补平衡”的省内限制、实行 “跨

省异地占补平衡”的要求变得越来越迫切。

２ 以上海市为例，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后，上海市的土地围垦速度加快，浦东机场建设所需的２０平方公里

土地是通过围垦获得的，浦东机场二期工程和外高桥港区的二、三、四、五期工程的土地也主要来自于围

垦。从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０７年，上海市每年新增城镇建设用地６０平方公里至６５平方公里，而这些用地大部

分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填海”。２００６年，上海市就斥巨资４００亿元建设了１３３平方公里的“临港新城”，其

中４５％的陆地是“填海而来”的。再比如，２００９年天津市滨海新区的临港工业区、南港工业区等重点项目

围海造地便超过８０平方公里，总投资达３１０亿元（见《新闻周刊》２００７年９月８号的报道“滩涂开发一本

万利”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ｄｚｘ．ｃｏｍ／ｎｅｗｓ）。

其次，跟东部发达地区相比，我国广大中西部地区的耕地后备资源丰富，

工业化、城市化速度较慢，建设占用耕地的矛盾相对不那么突出。以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为例，土地面积占到全国的１／６，拥有耕地后备资源２亿多亩。据

测算，到２０３０年新疆有水源保证的后备土地资源通过土地开发整理可新增耕

地３４５０万亩，过去６年间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新疆经土地开发整理可补充耕地

６６３．３万亩。从占补平衡角度看，新疆的耕地指标还尚有６３３．１５万亩没有用

掉 （刘新平等，２００６）。如果允许东部地区可以有偿使用这些剩余的耕地指

标，就可以为全国耕地总量的动态平衡做出贡献。另外，中西部地区虽然拥

有较为丰富的耕地资源，但是也需要来自东部地区的资金支持。比如，一般

而言，新开垦一亩耕地的成本差不多需要７０００元左右。众所周知，农业生产

的收益很低，两相比较，需要多少年才能收回如此高额的拓殖成本。因此，

如果没有外部资金的注入，中西部丰富的耕地后备资源的进一步开拓也是难

以为继的。但是，如果允许耕地的跨省 “占补平衡”，在东部地区拥有了更多

建设用地指标的同时，中西部地区也获得了耕地后备资源开拓所欠缺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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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为该地区农业经济发展中规模效益的提高创造了条件。

简言之，耕地的跨省 “占补平衡”政策既可以发挥东部地区土地利用效

率方面的优势，也可以使中西部地区的耕地后备资源得到来自东部的资金支

持而进行大规模的整合和开发。比如，可以由上海市出资，在陕北黄土高原

闸沟造地，所造耕地归当地政府，而用地指标则供上海市有偿使用。这样，

陕西省既多出了指标转让费，又多出了耕地资源，从而有利于当地农业的发

展，而上海市则多出了建设用地指标，自然有利于其非农产业的发展。这一

做法显然是一个 “帕累托效率”改进的过程，无论是耕地后备资源匮乏的东

部地区还是耕地开发潜力较大的中西部地区均有进行跨省占补平衡交易的强

烈动机，以实现各自在现有制度安排下 “潜在利益”的最大化。

另外，许多人担心跨省 “占补平衡”政策的实施会造成耕地质量的下降，

危及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我们不同意这种说法，理由如下：第一，由于东

部地区的非农产业发达，使得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变高，现有耕地抛荒或低

效利用的现象十分普遍，新开垦耕地的抛荒现象严重 （蒋玲珠，２００４；刘润

秋和宋艳艳，２００６），这已经造成了东部地区耕地质量的严重下降。第二，只

要我们在进行跨省 “占补平衡”时，跳出 “占一补一”的旧框架，而是按照

交易各方耕地的粮食亩产量来确定占补比例的话，比如上海市一亩耕地的粮

食产量比陕西省要高出两倍，陕西省在有偿转让耕地指标给上海市时，就要

以１∶３的比例进行转让，就是上海市多使用一亩的耕地指标，就需要陕西省

拿出三亩的耕地指标来。这样，至少可以保证全国范围内的农业生产和粮食

产量的不变，如果陕西省的耕地资源经过规模化的开发整理而大幅提高了它

的农业生产效率的话，就可以为全国的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提供更加坚实的

保障。

以往的研究显示，陈江龙等 （２００４）用１９８９—２００１年的省级面板数据，

通过ＣＤ生产函数测算出我国不同区域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

果发现：东部地区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是中部地区的１．２４

倍，西部地区的１．３９倍。谭荣和曲福田 （２００６）基于一个衡量农地非农化空

间配置效率的模型，对我国１９８９—２００３年间的农地非农化进行实证检验，发

现我国农地非农化在空间配置上存在较大的效率损失，如果将中部地区

１４．２４％ （９０８６０公顷）和西部地区３．６６％ （１３１３８公顷）的农地非农化指标

转移到东部地区，将能够达到全国农地非农化空间配置的效率最优。陆铭

（２００９）用１９９０—２００６年的２８６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发现距离香港、上

海和天津这三大港口的距离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距离

大港口５００公里左右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要比大港口附近地区低大约５０％。

因此，土地的跨区域再配置能够大大提升全国范围内土地的利用效率。汪晖

和陶然 （２００９）介绍了浙江省的土地发展权跨区交易的市场机制，分析了以

“折抵指标有偿调剂”、“基本农田易地代保”、“易地补充耕地”为主要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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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体系，但文章也同时指出，限于浙江省内的跨地市土地发展权交易，会

因为耕地资源的有限性而使得交易操作空间较小。如果允许浙江模式在全国

范围内推广，就可以达到全国耕地资源保护和土地利用效率提高的双重目标。

其中最接近本文思想的是陈江龙等 （２００４）的文章，但本文在以下几个

方面有所区别：（１）陈江龙等 （２００４）用的是１９８９—２００１年的省级面板数据，

我们用的是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２１１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可以允

许我们把任何两个地级市间的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区分成省内差距和省间差距，

这一区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评价现有的不允许 “跨省异地占补平衡”的政策，

如果发现省间差异比省内差异更大的话，也就是土地利用效率差异主要是由

处在不同省份而引起的话，那么现有的政策就应该加以改革，因为跨省的耕

地指标 “占补平衡”政策才更有利于总体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２）陈江龙等

（２００４）里的各地非农用地的产出效率是用单位居民点工矿用地的二、三产业

增加值来衡量的，而本文测算的是城镇建设用地的边际生产率。（３）两篇文章

虽然都是用ＣＤ生产函数来测算建设用地对非农ＧＤＰ的贡献度，但跟陈江龙

等 （２００４）的文章相比，我们还增加了人力资本、ＦＤＩ、固定投资等其他影响

区域增长的控制变量，增强了实证结果的解释力度和稳健性。

３ 由于我国实行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规定只有建设用地才能用于创造非农ＧＤＰ，因此这里不包括耕地、

宅基地等土地面积。

三、实 证 估 计

（一）实证模型

　　首先，我们把地级市的经济增长中包含土地要素在内的ＣＤ生产函数设

定为

犢犻，狋 ＝犃犻犳（犔犻，狋，犖犻，狋，犓犻，狋，犎犻，狋，犌犻，狋，犉犻，狋）＝犃犻，狋犔
α
犻，狋犖

β
犻，狋犓

γ
犻，狋犎

κ
犻，狋犌

λ
犻，狋犉

χ
犻，狋
，（１）

这里，犃犻，狋表示第犻个地级市狋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包含着许多影响增长的非

观测效应，比如技术进步、地理位置、资源丰富程度等因素。犢犻，狋是第犻个地

级市在狋期的非农ＧＤＰ水平 （单位：亿元）。同样的，犔犻，狋是第犻个地级市在狋

期的建设用地面积 （单位：平方公里）３，犖犻，狋是第犻个地级市在狋期的非农业

人口数 （单位：万人），代表当地的非农劳动力数量。犓犻，狋是第犻个地级市在狋

期的固定资产存量 （单位：亿元）。犎犻，狋是第犻个地级市在狋期的人力资本存量

（单位：万人）。犌犻，狋是第犻个地级市在狋期的基础设施存量 （单位：亿元），许

多经验研究都表明基础设施投资对我国的区域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Ｆａｎａｎｄ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４；范九利等，２００４）。犉犻，狋是第犻个地级市在狋期已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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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外直接投资量 （单位：亿元），同样有许多经验研究表明ＦＤＩ是我国各地

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来源之一 （Ｃｈｅｎ犲狋犪犾．，１９９５；陈浪南和陈景煌，２００２；

张天顶，２００４）。接下来，我们对 （１）式求一阶导数就可以得到４

ｄ犢犻狋 ＝
犳
犔
ｄ犔犻狋＋

犳
犖
ｄ犖犻狋＋

犳
犓
ｄ犓犻狋＋

犳
犎
ｄ犎犻狋＋

犳
犌
ｄ犌犻狋

＋
犳
犉
ｄ犉犻狋＋

犳
犃
ｄ犃犻狋＋μ犻狋， （２）

４ 感谢匿名审稿老师的建议。我们这里用时间趋势来表示包括技术进步率在内的全要素生产率，这也是

生产函数中常见的处理方法（陈江龙等，２００４；郭庆旺和贾俊雪，２００５；张基凯等，２０１０）。

这里，为控制犢犻，狋的序列相关性，我们把 （２）式都除以犢犻，狋－１得到 （３）式。

Δ犢犻，狋
犢犻，狋－１

＝α０＋α犔
Δ犔犻，狋
犢犻，狋－１

＋α犖
Δ犖犻，狋
犢犻，狋－１

＋α犓
Δ犓犻，狋
犢犻，狋－１

＋α犎
Δ犎犻，狋
犢犻，狋－１

＋α犌
Δ犌犻，狋
犢犻，狋－１

＋α犉
Δ犉犻，狋
犢犻，狋－１

＋α犃
Δ犃犻，狋
犢犻，狋－１

＋狏犻，狋． （３）

　　由 （２）式和 （３）式可知，α犔，α犖，α犓，α犎，α犌，α犉，α犃这七个待估参数分别

是建设用地、非农劳动力、固定资产、人力资本、基础设施、ＦＤＩ和技术的

边际生产率。这里，我们再引入一个时间趋势变量作为技术进步的指标，再

把 （３）式简化一下就得到

狔犻，狋 ＝α０＋α犔犾犻，狋＋α犖狀犻，狋＋α犓犽犻，狋＋α犎犺犻，狋＋α犌犵犻，狋＋α犉犳犻，狋＋α犃犜犻，狋＋ν犻，狋．

（４）

　　另外，我们考虑到投资等要素的投入与ＧＤＰ的创造会存在滞后效应。因

此，在 （４）式中增加了若干自变量的滞后项。还有当前的经济增长水平可能

会依赖其过去水平，我们通过引入因变量的滞后项而将其扩展为一个动态模

型，可以通过动态面板数据的计量方法来消除模拟的内生性问题，进而获得

回归系数的一致性估计。

狔犻，狋 ＝α０＋狔犻，狋－１＋α犔犾犻，狋＋α犔１犾犻，狋Ｄ０６犻，狋＋α犔２犾犻，狋ＤＥ犻，狋＋α犖狀犻，狋

＋
１

犪＝０

α犓－犪犽犻，狋－犪＋α犎犺犻，狋＋
１

犫＝０

α犌－犫犵犻，狋－犫

＋
１

犮＝０

α犉－犮犳犻，狋－犮＋α犃犜犻，狋＋犻＋ν犻，狋， （５）

其中，狔犻，狋－１是去年的ＧＤＰ增长率。犽犻，狋－１、犵犻，狋－１和犳犻，狋－１分别代表去年的固定资

产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ＦＤＩ数量对今年ＧＤＰ水平的影响程度。Ｄ０６犻狋为政府

提出１８亿亩耕地红线的时间哑变量，即２００６年前为０，２００６年及其后为１，

用来分析２００６年提出耕地红线后的影响。ＤＥ犻狋为地区哑变量，该地级市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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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省市的为１，属于其他省市的为０，用来分析土地利用效率在东部地区和

不同地区的区别。犻和ν犻，狋分别是非观测的地级市固定效应和随机误差项。这

里，我们把犾犻，狋、狀犻，狋、犽犻，狋、犺犻，狋、犵犻，狋和犳犻，狋作为内生变量，犽犻，狋－１、犵犻，狋－１和犳犻，狋－１作

为预定内生变量，Ｄ０６犻狋、ＤＥ犻狋和犜犻，狋为严格的外生变量。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 （５）式中，因变量是非农ＧＤＰ，自变量中的劳动

力和建设用地都是非农投入，但其他四个自变量 （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

基础设施投资和ＦＤＩ）都没有区分非农投入和农业投入，这显然会低估这四

个变量对非农ＧＤＰ的边际贡献。但由于我们缺少相关的数据来区分这两类投

入，并且在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间平均来看这些投资绝大多数是发生在城镇中，也

就体现为非农投入，因此我们这里就不再区分这两类投入。另外，为了抹平

物价因素的影响，我们这里所有的变量都是以２０００年的物价水平为标准进行

重新调整，这样各个年份之间的结果可以进行相互比较。

（二）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５ 人力资本的测度比较困难，学术界对采用什么指标来对其进行度量一直存在争议（ＢａｒｒｏａｎｄＳａｌａｉ

Ｍａｒｔｉｎ，１９９５）。本文是用高等教育劳动力（即１６—６０岁人口中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劳动力人

数）作为一个地区人力资本的指标。没有采用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量这一指标，是由于高校在校生或毕

业生的就业去向具有不确定性，在校期间直接参与地方经济程度不高，对地方经济增长贡献有限。感谢

匿名审稿老师的意见。

　　本文的建设用地数据是来自各地级市国土局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的建设用地变

更报告 （在此期间数据不完整的地级市被删选出去，最后我们选定２１１个地

级市），就是各地级市每年新增的建设用地数量 Δ犔犻，狋。需要说明的是，在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里有各地级市的年末实有耕地指标，由于我国目前是实

行严格的 “占补平衡”用地政策，各地级市在增加建设用地的同时必须在其

他地方复垦相应的耕地面积，因此统计年鉴里的实有耕地可能每年只会有很

小的变化，减少不多甚至不变，但不能由此推断说建设用地也增加不多甚至

没有增加。因此，这里我们是通过 Ｗｉｎｄ和ＣＳＭＡＲ等资讯软件逐一找到所有

２１１个地级市历年的建设用地变更报告，来准确地掌握各个地级市的建设用地

面积的变化情况。其他地级市层面的数据均来自历年的 《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Δ犎犻，狋是第犻个地级市在狋期的人力资本增加额，这里我们用 《中国城市

统计年鉴》中的高等教育劳动力的增加来表示。５Δ犓犻，狋是第犻个地级市在狋期

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由于地级市层面的资本存量数据的缺失，因此这里只

能简单地假定各地级市固定资本的折旧率为零，当期的投资额直接就形成资

本存量，这会低估固定资产投资的边际生产率。犌犻，狋是指基础设施存量，考虑

到地方政府的支出一般可分为两大项：（１）各项行政管理和公共事业费用 （科

教文卫）开支。（２）用于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因此，我们用政府支出减去行

政管理和公共事业费用开支的差额来代表当年的基础设施投资量 （Δ犌犻，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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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明的是，地方政府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中还有一部分土地出让

金，但由于目前土地出让金还没有纳入到地方政府的预算内收入中，这就导

致每年实际的基础设施投资量会超过我们直接用部分政府支出来衡量的水平，

在实证检验中会高估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生产率。

从表２可以看到，各地级市的非农 ＧＤＰ增长率 （狔犻，狋）提高很快，从

１９９８年的８．３２％增加到２００８年的１０．７４％，但是犾犻，狋、狀犻，狋和犺犻，狋这三个变量值

却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说明虽然每年新增的建设用地面积 （Δ犔犻，狋）、非农劳动

力数量 （Δ犖犻，狋）以及高校学生数量 （Δ犎犻，狋）都在上升，但上升速度都没有超

过前一年非农ＧＤＰ （犢犻，狋－１）的增长速度。固定资产投资和政府的基础设施投

资在区域经济增长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前一年

非农ＧＤＰ的比重 （犽犻，狋）都维持在１０％左右，犵犻，狋则在０．１％左右。最后，ＦＤＩ

占非农ＧＤＰ的比重一般保持在５‰—７‰。

表２　解释变量在个别年份的统计特征

变量 １９９８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

狔犻，狋 ０．０８３２３

（０．０１３２）

０．０９２１２

（０．０１８２）

０．１０７２４

（０．０１１４）

０．１０９３３

（０．０１９２）

０．１１４２５

（０．０１２６）

０．１０７４３

（０．０１１４）

犾犻，狋 ０．００２１３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０４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８５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５２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２５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０９

（０．０００６）

狀犻，狋 ０．００４１５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３２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７４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３１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７３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５２

（０．０００２）

犽犻，狋 ０．０８３６３

（０．０８２１）

０．０９４８１

（０．０７２６）

０．１２４２５

（０．０６８３）

０．１０６３２

（０．０５２４）

０．１３５３２

（０．０５７２）

０．１１６３７

（０．０６１５）

犺犻，狋 ０．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１８

（０．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０３）

犵犻，狋 ０．０００９２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２５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４１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５３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３７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４５

（０．０００４）

犳犻，狋 ０．００５８２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６２１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５１２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６４３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５６３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４２８

（０．０００８）

（三）计量方法

６ 这一部分的详细说明请见刘修岩和殷醒民（２００８）。

　　在回归模型 （５）中，由于一阶滞后项狔犻，狋－１与地级市固定效应犻存在相

关性，这样即便我们假定狏犻，狋不存在序列相关，ＯＬＳ估计和固定效应 （组内）

估计的结果都是有偏的。一般而论，固定效应犻的存在使得因变量滞后项系

数的ＯＬＳ估计量会存在向上偏误 （Ｈｉｓａｏ，１９８６）；而在时间较短的面板中，

固定效应估计则会产生一个严重向下偏误的估计量 （Ｂｏｎｄ，２００２）。因此，一

致估计量会处在ＯＬＳ估计量和固定效应估计量之间。６另外，由于模型中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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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如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固定资产投资等变量可能与被解释变

量存在联立内生性问题。ＡｒｅｌｌａｎｏａｎｄＢｏｎｄ （１９９１）通过一阶差分变换消除

个体效应，并利用预定和内生解释变量的一阶差分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这

种方法被称为差分ＧＭＭ。但差分ＧＭＭ也有一个明显缺陷，就是如果预定和

内生解释变量具有显著的单位根特性，就会存在严重的弱工具变量和有限样

本偏差问题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ａｎｄＢｏｖｅｒ，１９９５）。因此，为获取各解释变量系数的一

致性估计，我们运用由 ＡｒｅｌｌａｎｏａｎｄＢｏｖｅｒ （１９９５）和 ＢｌｕｎｄｅｌｌａｎｄＢｏｎｄ

（１９９８）建立的系统ＧＭＭ方法对动态一阶自回归模型 （５）进行估计，就是

在一阶差分方程的基础上引入原始水平方程，构成一个方程系统，并将水平

变量作为其一阶差分滞后项的工具变量，这一方法可以克服模型中各解释变

量的内生性问题。

（四）实证结果

７Ｒｏｏｄｍａｎ（２００６）对动态面板估计所适用的情形进行了概括，主要包括：（１）时间较短而截面较大的面

板；（２）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线性函数关系；（３）因变量依赖于其过去的水平，即是一个包含因变量

滞后项的动态模型；（４）解释变量不是严格外生的，也就是说解释变量可能与当期的或滞后的误差性存

在相关性；（５）存在非观测的固定效应等。另外，ＯＬＳ和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见表３。
８ 感谢匿名审稿老师提出的区分ＧＭＭ类和ＩＶ类工具变量的建议。ＧＭＭ类工具变量包括一阶差分方

程的工具变量，即内生和预定内生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以及水平方程的工具变量，即内生和预定解释变量

的一阶差分滞后项。ＩＶ类工具变量包括基于外生解释变量构造的工具变量。

　　这里我们采用动态ＧＭＭ方法来进行实证检验
７，系统ＧＭＭ 方法可使用

一步估计 （ｏｎｅｓｔｅｐ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和两步估计 （ｔｗｏｓｔｅｐ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两种方

法。从理论上讲，两步估计中的标准协方差矩阵总是稳健的。考虑到解释变

量可能存在着的异方差性，我们最终选择两步的系统ＧＭＭ 估计。另外，我

们也对回归结果进行了异方差的稳健性检验，发现各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水平

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为节省篇幅，这里我们仅列出了两步的系统ＧＭＭ 估

计的结果。从表３可知，系统ＧＭＭ 估计中因变量的一阶滞后项的系数处在

混合ＯＬＳ估计值和固定效应估计值之间，这符合我们前面的理论预测。

另外，系统ＧＭＭ估计的一致性要取决于误差项没有自相关这个假设的

有效性和工具变量的可靠性。ＡｒｅｌｌａｎｏａｎｄＢｏｎｄ （１９９１）采用ＧＭＭ 来解决

内生性问题，其中引入的工具变量包括因变量滞后两期及以上项和严格外生

的自变量的差分项。为此，我们对模型设定的合理性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进

行了检验，由表３可知，ＡＲ（１）和ＡＲ（２）检验表明，模型的残差序列存在显

著的一阶自相关，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也就是不能拒绝动态一阶自回归模

型随机误差项不存在序列相关的零假设，这表明我们设立的模型是合理的。

Ｓａｒｇａｎ过度识别检验的结果也表明回归中使用的工具变量是合适的 （狆 值大

于０．１），另外ＧＭＭ类和ＩＶ类工具变量有效性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Ｈａｎｓｅｎ检验

结果可知，模型中工具变量的构造是有效的。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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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表３的回归结果，以两步系统ＧＭＭ 估计结果为例，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间全国建设用地边际生产率是０．９３５亿元／平方公里，具体到不

同地区，东部地区建设用边际生产率较全国而言要高出许多，体现在建设用

地面积地区哑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绝对值较大且具有统计显著性。２００６年

１８亿亩耕地红线提出以来，全国建设用地的边际生产率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体现在建设用地面积时间哑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绝对值较大且具有统计显

著性。这就提示我们，需要对地区和时段作更具体的划分，来捕捉东中西部

在２００６年前后建设用地边际生产率的变化情况。另外，固定资产投资、基础

设施投入量和国外直接投资对当地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滞后效应，其中去年的

基础设施投入量对今年经济增长的作用要大于今年投入量，去年固定资产投

资和国外直接投资水平对今年经济增长率的作用则要小于当年的投入量。其

他变量对经济增长率的作用都符合理论的推断，这里就不一一叙述。

表３　不同计量方法下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混合ＯＬＳ 固定效应 系统ＧＭＭ

狔犻，狋－１ ０．４７８

（０．０３１）

０．１８４

（０．０１７）

０．３２７

（０．０２３）

犾犻，狋 ０．７３８

（０．２８１）

０．５８３

（０．１２４）

０．９３５

（０．０７３）

犾犻，狋×Ｄ０６犻，狋 ０．８６３

（０．３１３）

０．５１６

（０．２８７）

０．７１３

（０．０９３）

犾犻，狋×ＤＥ犻，狋 ０．１２４

（０．０６７）

０．０９３

（０．０４２）

０．５２９

（０．０２４）

狀犻，狋 ０．７３９

（０．３１８）

１．２１４

（０．２９１）

１．０３８

（０．４３２）

犽犻，狋 ０．８９２

（０．５２１）

１．０２７

（０．４８３）

１．５７３

（０．３９３）

犽犻，狋－１ ０．６４７

（０．１２８）

０．５２１

（０．２３２）

０．７１８

（０．０８４）

犺犻，狋 １．２８３

（０．２８１）

０．７３６

（０．３１４）

０．８３９

（０．３４３）

犵犻，狋 ０．７９４

（０．３８２）

０．８７１

（０．２９５）

０．６３７

（０．３０４）

犵犻，狋－１ ０．７１３

（０．１７１）

０．６８３

（０．２１２）

０．８２１

（０．１３２）

犳犻，狋 ０．１１７

（０．０７３）

０．０９８

（０．０６７）

０．１８３

（０．０８１）

犳犻，狋－１ ０．０８１

（０．１２１）

０．０７３

（０．０４８）

０．１０４

（０．０５９）

犜犻，狋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３）

常数 ２．１９３

（０．００３）

３．４８２

（０．００３）

１．９４７

（０．００３）

观察值 ２３２１ ２３２１ ２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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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各检验量狆ｖａｌｕｅ

ＡＲ（１） －３．８４２

ＡＲ（２） ０．１０３

ＳａｒｇａｎＴｅｓｔ ０．１３２

ＤｉｆｆｉｎＨａｎｓｅｎＧＭＭＩＶ ０．０００

ＤｉｆｆｉｎＨａｎｓｅｎＩＶＩＶ ３．５１３

　　 注：系数下方括号内的值是标准差，表示在１％水平上显著，表示在５％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ＡＲ（１）检验的零假设为差分后的残差项不存在一阶序列相关（如果差分后的残差项存

在一阶序列相关，系统ＧＭＭ仍然有效，参见Ｒｏｏｄｍａｎ（２００６））。ＡＲ（２）检验的零假设为差分后的残差项

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如果差分后的残差项存在二阶序列相关，则系统ＧＭＭ 是无效的）。Ｓａｒｇａｎ检验

的零假设为过度识别约束是有效的。ＤｉｆｆｉｎＨａｎｓｅｎＧＭＭＳｔｙｌｅ工具变量子集包括内生变量和预定内生

变量的有效性检验，ＤｉｆｆｉｎＨａｎｓｅｎＩＶＳｔｙｌｅ检验为ＩＶＳｔｙｌｅ工具变量子集即外生变量的有效性检验。

为节省篇幅，我们不讨论人力资本、ＦＤＩ、固定资产投资等变量的实证结

果。我们关注的是各地区建设用地边际生产率这一关键变量，由表４可知，

１９９８—２００５年间的全国建设用地的边际生产率是０．４８３亿元／平方公里，这一

数值在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间就快速上升到１．６１３亿元／平方公里。这一方面是在

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过程中，土地的利用方式由过去的粗放型经营逐

渐转变成集约型经营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由于２００６年提出 “１８亿亩耕地红

线”后，中央加强了对各地建设用地审批额度的监管，建设用地供给水平大

量下降就 “倒逼”各地区尤其是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必须把有限的建设用地

指标让给那些单位土地面积上创造ＧＤＰ最多的产业，这就大幅度提升了各地

区尤其是东部地区建设用地的边际生产率。从表４可知，跟１９９８—２００５年的

情况相比，在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全国各地区建设用地的边际生产率都有了很大的

提高，其中东部地区建设用地的边际生产率提高了２．０３８亿元／平方公里，中

部地区提高了０．９７９亿元／平方公里，西部地区提高了０．７７亿元／平方公里。

另外，ＡＲ（１）和ＡＲ（２）的检验结果表明模型是合理的，Ｓａｒｇａｎ过度识别检验

的结果也表明回归中使用的工具变量是合适的 （狆值大于０．１），另外ＧＭＭ

类和ＩＶ类工具变量有效性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Ｈａｎｓｅｎ检验结果可知，模型中工

具变量的构造是有效的。

表４　分地区、分时段的ＧＭＭ估计结果（１９９８—２００８）

解释变量
东部地区

１９９８—２００５

东部地区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中部地区

１９９８—２００５

中部地区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西部地区

１９９８—２００５

西部地区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全国

１９９８—２００５

全国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狔犻，狋－１ ０．２８４

（０．０３７）

０．４１９

（０．０２６）

０．３９２

（０．０２１）

０．２１８

（０．０１９）

０．３１９

（０．０４３）

０．２８７

（０．０３８）

０．２９１

（０．０２８）

０．３３１

（０．０１７）

犾犻，狋 ０．７８３

（０．０６１）

２．８２１

（０．１０３）

０．３９６

（０．１１２）

１．３７５

（０．４１２）

０．２０３

（０．０４８）

０．９７３

（０．２１３）

０．４８３

（０．０５１）

１．６１３

（０．１１４）



第３期 邵　挺等：土地利用效率异地占补平衡 １０９９　

（续表）

解释变量
东部地区

１９９８—２００５

东部地区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中部地区

１９９８—２００５

中部地区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西部地区

１９９８—２００５

西部地区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全国

１９９８—２００５

全国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狀犻，狋 ２．０７３

（０．５３９）

４．３１９

（１．１８３）

０．４８２

（０．０９２）

０．８９１

（０．３４３）

０．３７８

（０．１６７）

０．７１２

（０．２２８）

０．５０２

（０．２１４）

１．７８３

（０．３５７）

犽犻，狋 ０．１７８

（０．０８３）

０．３４１

（０．１３３）

０．０７２

（０．０３２）

０．２１９

（０．０９１）

０．０４３

（０．０２７）

０．１４２

（０．０５３）

０．０８７

（０．０３４）

０．１９３

（０．１０２）

犽犻，狋－１ ０．１３１

（０．０７２）

０．２８４

（０．１３１）

０．０５４

（０．０６１）

０．１７９

（０．１２４）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４）

０．１５５

（０．０３４）

０．０６３

（０．０４３）

０．１７１

（０．０８５）

犺犻，狋 １．０９２

（０．６１９）

１．４０６

（０．７４２）

０．４８１

（０．３３７）

１．１８１

（１．２３２）

０．３９７

（０．７２１）

１．００２

（０．９７１）

０．６３７

（０．５２９）

１．２８９

（０．５１３）

犵犻，狋 ０．１４８

（０．０５７）

０．２９８

（０．１３２）

０．０８２

（０．０３５）

０．２０２

（０．１２９）

０．０５９

（０．０４１）

０．１７７

（０．０６７）

０．０８７

（０．０３２）

０．２７３

（０．１３５）

犵犻，狋－１ ０．０９２

（０．０６８）

０．１４８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８

（０．０２３）

０．１０４

（０．１２８）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２）

０．８７２

（０．５８２）

０．０６９

（０．０４１）

０．１２１

（０．０７３）

犳犻，狋 ０．２７９

（０．０９３）

０．４８１

（０．２１３）

０．１８４

（０．０５２）

０．３４５

（０．２８４）

０．１０７

（０．０７１）

０．２８３

（０．２４７）

０．２１４

（０．１３３）

０．４０８

（０．０８７）

犳犻，狋－１ ０．１３７

（０．１０４）

０．１８４

（０．２０１）

０．１０１

（０．１４３）

０．１４２

（０．１１５）

０．１１４

（０．１２９）

０．１３９

（０．０６１）

０．１３２

（０．０７８）

０．１７１

（０．１８２）

犜犻，狋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

常数 ２．０３８

（０．００３）

１．８３７

（０．００３）

３．１７１

（０．００３）

２．３９１

（０．００３）

２．１３１

（０．００３）

２．３９３

（０．００３）

１．７３８

（０．００３）

２．９７３

（０．００３）

观察值 ７２８ ２７３ ４９６ １８６ ４６４ １７４ １６８８ ６３３

各检验量狆ｖａｌｕｅ

ＡＲ（１） －３．１８２ －３．９８１ －３．７６７ －３．８４７ －３．７９３ －３．５７３ －３．６８２ －３．８１８

ＡＲ（２）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６ ０．０３２ ０．０４８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５

Ｓａｒｇａｎ ０．１３１ ０．１４３ ０．１１６ ０．１６４ ０．１５５ ０．１９２ ０．１３６ ０．１４９

ＧＭＭＩ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ＩＶＩＶ ２．３２７ ３．０１４ ３．２９５ ２．８４１ ２．７４８ ３．１８１ ２．９０１ ３．０８２

四、建设用地产出效率和边际生产率的泰尔分解

引言中的描述性统计和第三部分的实证结果都告诉我们，东部地区的建

设用地产出效率和边际生产率都要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但我们尚不清楚全

国２１１个地级市之间的产出效率和边际生产率差异究竟多少是由省内的差异

引起的，多少是由省间的差异引起的。我们这里为什么要如此强调区分这两

类差异呢？这主要是因为我国法律规定 “占补平衡”的耕地指标只能在省内

调剂，禁止跨省调剂 （具体现实背景见本文的第二部分）。如果我们在地级市

层面上发现了引起产出效率和边际生产率差异的主要是省内差异，而不是省

间差异的话，由于那些产出效率高的缺地城市可以向有富余土地的城市购买

相应的耕地指标，这样省内的建设用地产出效率可以得到很大的提高，也就

意味着目前不允许跨省调剂的法律规定对全国建设用地的总体产出效率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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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但如果我们发现省间差异是占主要部分的话，那么目前这种不允许跨

省指标调剂的政策对全国总体建设用地产出效率的负面影响就会变得很大。

泰尔指数 （ＴｈｅｉｌＩｎｄｅｘ）是一种不平等指数，最重要的特点和优点在于

它的可分解性。在这里泰尔指数是被用来分解各地级市的建设用地产出效率

和边际生产率的不平等分布情况，依据它的可分解性，我们可以把地级市间

的不平等分成省内的不平等与省间的不平等之和。这里我们参考了Ｃｏｍｂｅｓ犲狋

犪犾 （２００８）对泰尔指数的处理办法。９

犜＝
犇

犱＝１

犃犱
犃
ｌｎ
犃犱
犃／犇

， （６）

犇是指所有的地级市，犃犱是第犱 个地级市的土地利用效率，犃 是所有地级市

的加总利用效率，犃 ＝
犇

犱＝１

犃犱。如果每个地级市的土地利用效率都一样，即

犃犱＝犃／犇，此时犜＝０。另一极端就是犃犱＝犃，此时犜＝ｌｎ犇，就是除了这个

地级市，所有地级市的土地利用效率都是零。因此，犜越大表明地级市间土地

利用效率的差别越大。

９ 感谢匿名审稿老师提出的问题。泰尔指数的最基本分解方法请见Ｓｈｏｒｒｏｃｋｓ（１９８０）。本文没有直接采

Ｓｈｏｒｒｏｃｋｓ（１９８０）的分解公式，而是采用Ｃｏｍｂｅｓ犲狋犪犾．（２００８）里对泰尔指数的新的分解方式，这两种不同

分解方式的联系和区别可参见Ｃｏｍｂｅｓ犲狋犪犾．（２００８）。

又由于总的泰尔指数可以分为省内泰尔指数 （犜狑）与省间泰尔指数

（犜犫）。

犜＝犜狑＋犜犫， （７）

其中，犜狑 ＝
犚

狉＝１

犃狉
犃
犜狉。犚是指省市的个数，犃狉＝

犇狉

犱＝１

犃犱是指狉省的土地利用效

率，犇狉是指狉省内地级市的个数。跟总泰尔指数 犜 的构造方式一样，犜狉 ＝



犇狉

犱＝１

犃犱
犃狉
ｌｎ

犃犱
犃狉／犇狉

。结合这二个式子就可以得到省内泰尔指数 （犜狑）。犜犫 ＝


犚

狉＝１

犃狉
犃
ｌｎ
犃狉／犇狉
犃／犇

是省间泰尔指数 （犜犫）。

接下来，我们就利用泰尔指数来具体分解建设用地产出效率和边际生产

率在省内和省间的差异程度。由表５可知，在１９９８—２００５年泰尔指数 （犜）

总体上变化较为平缓，产出效率的泰尔指数从１９９８年的０．３９２上升到２００５

年的０．４６３，只提高了０．０７１，边际生产率的泰尔指数从１９９８年的０．３６６上升

到２００５年的０．４３２，也仅仅提高了０．０６６。２００６年是个转折点，２００６年后产

出效率和边际生产率的泰尔指数均快速上升，产出效率的泰尔指数从２００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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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０．５２上升到２００７年的０．５８８和２００８年的０．６６３，分别提高了０．０６８和

０．０７５。边际生产率的泰尔指数则从２００６年的０．４９６上升到２００７年的０．５５３

和２００８年的０．６５１，也分别提高了０．０５７和０．０９８。这说明全国２１１个地级市

间的建设用地产出效率和边际生产率差异从２００６年开始就迅速扩大了。

表５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建设用地产出效率和边际生产率的泰尔指数分解

年份
产出效率 边际生产率

犜 犜犫 犜狑 犜 犜犫 犜狑

１９９８ ０．３９２ ０．２２４ ０．１６８ ０．３６６ ０．２０８ ０．１５８

１９９９ ０．４１６ ０．２４５ ０．１７１ ０．３９５ ０．２３４ ０．１６１

２０００ ０．４３１ ０．２５８ ０．１７３ ０．３９５ ０．２３１ ０．１６４

２００１ ０．４４７ ０．２７２ ０．１７５ ０．４０５ ０．２４３ ０．１６２

２００２ ０．４４３ ０．２６９ ０．１７４ ０．４０６ ０．２４１ ０．１６５

２００３ ０．４５２ ０．２８１ ０．１７１ ０．４０７ ０．２３８ ０．１６９

２００４ ０．４６ ０．２９２ ０．１６８ ０．４２５ ０．２５１ ０．１７４

２００５ ０．４６３ ０．２８７ ０．１７６ ０．４３２ ０．２５４ ０．１７８

２００６ ０．５２ ０．３３９ ０．１８１ ０．４９６ ０．３１４ ０．１８２

２００７ ０．５８８ ０．３９９ ０．１８９ ０．５５３ ０．３６２ ０．１９１

２００８ ０．６６３ ０．４６５ ０．１９８ ０．６５１ ０．４４３ ０．２０８

均值 ０．４７９ ０．３０２ ０．１７７ ０．４４８ ０．２７４ ０．１７４

进一步的，我们将总体泰尔指数分解成省间泰尔指数 （犜犫）与省内泰尔

指数 （犜狑）。这里主要有两个发现：（１）在所有年份中产出效率和边际生产率

的省间泰尔指数都要大于省内泰尔指数，１９９８年产出效率的省间差距占总差

距的比重是５７．１％，到２００６年就快速增加到６５．１％，２００７年是６７．８％，

２００８年是７０．１％。同样，边际生产率的省间差距占总差距的比重从１９９８年

的５６．８％增加到２００８年的６８．１％，提高了１１．３个百分点。这表明造成我国

２１１个地级市的建设用地产出效率和边际生产率的差异主要是来自不同省份之

间的差异，而不是同一省内的差异，并且省间差异占总差异的比重呈逐年上

升的趋势。（２）产出效率和边际生产率的省间和省内泰尔指数总体上呈现逐年

上升的趋势，当然也不排除个别年份有下降的情况。１０另外，跟１９９８—２００５年

相比，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间的省间和省内泰尔指数的上升速度均明显加快，其中

产出效率的省间泰尔指数从２００６年的０．３３９上升到２００８年的０．４６５，提高了

０．１２６，省内泰尔指数从２００６年的０．１８１上升到２００８年的０．１９８，提高了

０．０１７。边际生产率的省间泰尔指数从２００６年的０．３１４上升到２００８年的

０．４４３，提高了０．１２９，省内泰尔指数从２００６年的０．１８２上升到２００８年的

０．２０８，提高了０．０２６。

１０ 产出效率的省内差异在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４年，省间差异在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５年都有所下降。边际

生产率的省内差异在２００１年，省间差距在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３年都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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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省内泰尔指数在１９９８—２００５年一直是平稳上升，但在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却突然快速上升呢？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省内各地级市之间的

耕地指标调剂的做法已经得到普遍的推广，经济发达地区由于获得了省内其

他地区的用地调剂指标而发挥了土地利用效率高的优势，这样就扩大了省内

各地级市之间的建设用地产出效率和边际生产率的差距。另外，２００６年 “１８

亿亩耕地红线”的实施，加剧了各地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用地紧张程度，

加上不允许跨省 “占补平衡”以及土地整理方面周期长、投入大等诸多原因，

那些发达地区的用地指标就越来越依赖省内其他地区的调剂。这就会进一步

扩大省内各地级市之间的土地产出效率和边际生产率的差异，也就是省内泰

尔指数在２００６年以后会有一个突然上升的原因。

至此，我们应用泰尔分解得到的结论就是：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间全国各地级

市之间建设用地的产出效率和边际生产率差异主要是由省间差异引起的。

２００６年以后，省间和省内的差异水平都进一步扩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全国２１１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扩展后的

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生产函数估算出各个地级市的建设用地的边际生产率，结果发

现：（１）东部地区建设用地的产出效率和边际生产率最高，中部其次，西部最

低。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的各地区产出效率和边际生产率均大幅提高，远远超过

１９９８—２００５年的平均水平。（２）全国２１１个地级市之间的建设用地产出效率

和边际生产率差异主要是由省际差距引起的，跟１９９８—２００５年相比，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年的产出效率和边际生产率的省间和省内差距均进一步扩大。

由此带来的启示就是：当前禁止耕地跨省 “占补平衡”的政策会导致严

重的效率损失，耕地保护政策中的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以及土地利用规划

控制指标的层层分解方法没有考虑到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资源禀

赋，没有发挥土地资源配置的效率原则。因此，我们强调在目前东部地区建

设用地指标严重稀缺，土地成本剧烈上升，而中西部地区还有大量的耕地资

源没有整理开发的现状下，要充分发挥东部地区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高和中

西部地区耕地适合规模经营的双重优势。对此我们提出两点有关土地利用政

策调整的建议：

１．允许耕地资源的跨省再配置，建立一个全国耕地占补平衡的指标交易

中心，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发现这个指标的真实价值，中西部地区可以向东部

地区提供更多的建设用地指标来获取资金，这些资金既可以用来大规模的耕

地整理和开发，也可以用来参股或投资东部地区的各类产业，这其实是中西

部地区通过土地的级差收益来分享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样，既促进

了全国范围内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也让中西部地区分享到了东部地区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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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级差收益，实现了土地空间效率提高和区域间协调发展的双重目标。

２．建立耕地开发潜力大的中西部省份开发和保护耕地的激励机制，由中

西部地区的耕地数量增加和质量改善来实现全国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为我

国的粮食安全战略提供坚实的保障。这里，我们从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的角

度出发，提出建立一个不对称的跨省耕地指标交易体系，不必局限于目前

“占一补一”的静态平衡，可以考虑从各地区耕地的粮食亩产量来确定跨省的

耕地占补比例，形成今后 “占一补多”的动态平衡。这样，既保证了总体土

地利用效率的提高，也给国家的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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